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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浙为何少“华工”

葛剑雄

战国后期就有了对外移民

中国历史上的对外移民，至迟开始于战国后期。目前已在海外落地生根的外籍华人和华侨，也可追溯到元、明时代。较大

规模的劳工输出，则发生于近代。

清代中期，人口持续增长，到鸦片战争之前已高达 4亿。在东南沿海地区，特别是丘陵山区，由于耕地有限，又缺少其他

资源，人口压力相当严重。由于官方从来没有为移殖海外敞开大门，还经常发布禁令，或勒令在外侨民限期归国，否则将取消

户籍，民众只能冒险偷渡，在侨居国也得不到中国法律保护。

西方国家在美洲、非洲、大洋洲大规模建立殖民地后，当地劳动力无法满足殖民需要，只能大批迁入白人契约奴、罪犯和

非洲黑人奴隶。19 世纪初，欧洲各国相继禁止贩卖非洲黑奴，而殖民地开发却继续扩大，劳动力需求更加迫切，急需找到新的

来源。

鸦片战争后，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中国大门，众多廉价劳动力成了新目标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国内生存条件继续恶化，失去

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加，随着国外洋纱、洋布、洋铁、洋油等机制产品大量输入，传统手工业也受到致命打击，大批业主破产，

工人失业。尽管清政府观念和政策依然如故，但已经无力对抗西方列强压力，也无法阻挡民众外出求生的洪流。

华工有过一段辛酸史

鸦片战争后先后开放的通商口岸，成为华工主要输出地。起初华工输出属非法，是通过掠夺和贩卖的方式，即所谓“苦力

贸易”。

“苦力”是英语 COOLIE 的音译，源于突厥语 KULI，即奴隶。为了掩人耳目，西方记载中往往称之为“契约劳工”（INDENTURED

LABOUR）。表面上，华工出国的确是通过“契约”：由外国公司招工，中国人“应募”签约，契约上写明“应募地点、工作性

质、年限、工资数额和预付工资数”等项。或者向船主赊欠船票，同意到目的地后从工资中扣付，称为“赊欠单工”。实际上，

不仅契约条件根本不会兑现，连招募和签约过程也完全通过诱骗、强迫，甚至掳掠、绑架的手段。这类公司或洋行被称为“卖

人行”、“猪仔馆”。当然，这些做法都离不开本地“猪仔头”（蛇头）的合作。地痞流氓、土豪劣绅、洋行买办甚至某些地

方官与洋人勾结，通过贩卖“猪仔”的各个环节，获得丰厚利润。

在集中、等候、长途航行过程中，“苦力”们完全丧失自由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，稍有反抗就遭刑罚，甚至被处死，因伤

病而死和自杀的比例也很高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处境与奴隶无异，加上水土不服、人地生疏、语言不通，能够坚持到“契约”期

满又能返回故土的，只有极少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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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输出的劳工，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满足不了列强殖民需要，他们一再向清政府施压，要求容许华人“任便出洋”。1859

年，广东南海、番禺两县和广东巡抚先后告示，不得阻止“自愿出洋”。1860 年签订的《中英北京条件》，清政府承诺中国人

可赴英国殖民地和别处做工。1863 年，《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》规定，双方“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，或随时往来，总

听其便，不得禁阻”。1866 年，清朝与英法两国签订《续定招工章程条约》，允许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。至此，华工输出已公

开化、合法化。

厦门、汕头、澳门、香港、广州是主要输出地，1852 年有 4000 余人被贩卖出国，另有万余人签约。1873 年，澳门有“猪

仔馆”300 余所，从事“招工”的人有三四万，1864—1873 年间由澳门输出的劳工近 15 万。输出范围也从传统的印尼、新加坡、

马来亚、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扩大到古巴、秘鲁和南美各地，巴拿马、英属西印度群岛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南太平洋西萨摩

亚、美国、加拿大、东印度群岛、夏威夷、俄国远东地区等地。

南非发现金矿后，仅 1904—1910 年间就输入 7万华工。华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矿、筑路、垦荒种植，从事繁重艰险的劳

动，为当地的初期开发和经济繁荣作出巨大贡献。

累计有上千万人以劳工身份出国

契约劳工在古巴、秘鲁等地遭受虐待的消息传出后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。1869 年，清政府照会英、法、俄、美、西等

国，要求“凡有招工者只准有约各国之商设局办理，凡承工者只准前往有约之国承工，凡装载工人者只准有约各国之船装载前

往”。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，也开始禁止贩卖苦力。

1873 年 3 月，英国宣布“贩卖苦力应视为奴隶贸易”，“凡与贩卖苦力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行动”应依法严惩，随后通过

3个相应法案。同年底，澳门总督发布公告，三个月内禁止从澳门装运苦力出洋。1912 年初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

政令，要求外交部“妥筹禁绝贩卖猪仔”办法，令广东都督“严行禁止贩卖猪仔”。但由于政府保护不力，官府腐败，企业和

商人受利益驱动，民众迫于生存压力又缺乏自我保护手段，种种变相的苦力贸易始终没有绝迹，出国华工的合法权益也经常受

到侵犯。当一些国家经济衰退，劳动力相对过剩时，或出于狭隘民族利益，就会限制和驱逐华工，实行排华政策。1882 年，美

国首先通过“排华法案”，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也先后出现排华运动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欧洲战火纷飞，西方国家对外投资锐减，对殖民地控制削弱，劳工需求减少。但在北洋政府宣告参

战后，为对协约国供应劳工，专门成立侨工事务局，颁布保护劳工章程，奖励华工出洋。约 70 万华工前往欧洲协约国和战场充

当工兵，2000 人在战场丧生，途中遇袭身亡的超过 3000 人。部分华工战后在当地定居。战后因政局动荡、全球性经济大萧条、

日本侵华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华工出国大受影响，有时还引起较大数量回归，但由于国内政治黑暗，战乱不断、经济凋敝，

民生艰难，出国潮流始终不断。

据估计，到 1949 年为止，中国外迁人口累计达 1000—1500 万，其中大部分是以劳工身份出国的。

同处沿海，江浙劳工输出远少于粤闽

劳工输出地的分布有很强的地域性，即某一地区往往集中迁往某一国家或地区，广东和福建沿海是中国迁出人数最多、最

集中、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。相比之下，同样沿海的江浙两省，却不甚突出，无论迁出人数还是占总人口比例，都要低得多，

一些发达市县基本只有求学、求职、经商、投亲等移民，几乎没有华工出国。这种现象绝非偶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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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人口迁移的条件分析，迁出地推力越大，迁移动力越大，人数越多。而迁入地的拉力越大，吸引力越大，吸引的人口越

多。但同样的拉力，因迁出地条件不同，作用也不同。对贫穷地区的吸引力，对发达地区或许起不了作用。

尽管江浙两省的人口密度比闽粤地区还高，人地矛盾也相当尖锐，但精耕细作的农业、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，使江浙一带

的人口容量不断增加。上海的兴起和迅速发展，又为富余人口和资本提供了新的去向，周边其他省区也相对发达，相互间交通

便利，经济交流频繁，也为富余劳动力增加了出路。

而闽粤沿海腹地狭小，对内陆交通不便，周边地区经济落后，加上长期的外向传统，多数过剩人口只能靠外迁消化。江浙

一带社会相对安定，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争、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，也有上海的租界作为避难场所。闽粤则土客之间矛

盾尖锐，19 世纪 50 年代广东新宁、开平、恩平的土客械斗持续十多年，死伤数十万，客家人不得不外迁，或被安置于赤溪厅狭

小的范围内，因此客家人中外迁比例很高。江浙两省赴日本留学的人数为全国最多，但极少有人选择留在日本，因为当时日本

的生活水平不见得比江浙高，东京也不如上海发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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